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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理论、测量、变迁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傅绪荣  汪凤炎  陈  翔  魏新东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孝道是一套子女以父母为对象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组合。近 10 余年来孝道研究领域在理论建

构、测量工具的开发、孝道变迁研究以及其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未来研究的

关键在于建构孝道多元模型, 不断完善孝道测量工具, 采用系统化思维、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改进研究质量,更

加关注孝道与积极心理变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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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极重要地位(杨国

枢 , 叶光辉 , 黄丽莉 , 1989), 我国学者一向重视

对孝道(filial piety)的研究。但孝道以往一直是历

史学、文献学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 心理学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涉足(张坤 , 张文新 , 

2005)。经过 40余年发展, 心理学研究者对孝道的

定义及内涵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孝道是一套子女

以父母为对象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组合, 包

括认知(孝知)、情感(孝感)、意志(孝意)和行为(孝

行 )四个方面 (杨国枢等 , 1989; 汪凤炎 , 郑红 , 

2013, pp.255–256)。孝道内涵主要包括敬爱双亲、

顺从双亲、谏亲以理、事亲以礼等 15 项内容(杨

国枢等, 1989)。张坤和张文新曾对 2005以前的孝

道研究成果进行过梳理和总结。不过, 由于中国

现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提倡孝道既看到了家庭在

养老中的不可替代性, 也有利于减轻政府养老负

担。因此近 10余年来孝道研究迅速升温, 在 4个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孝道理论研究的突破。

早期孝道研究主要基于杨国枢等人(1989)的理论

分析。叶光辉(2009a)对其进一步提炼, 并结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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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实证研究成果建立了孝道双元模型, 近年来该

模型在研究中不断完善和成熟。(2)聚集孝道变迁

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传

统孝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 这引起众多学者

的密切关注(Lee & Hong-Kin, 2005; 范丰慧, 汪

宏, 黄希庭, 史慧颖, 夏凌翔, 2009; 刘汶蓉, 2012; 

Xie & Zhu, 2009; Luo & Zhan, 2012; 汪凤炎, 许

智濛, 孙月姣, 周玲, 2014; 李晓彤, 王雪玲, 王

大华, 燕磊, 2014; 曹惟纯, 叶光辉, 2014)。那么

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 , 

有必要在整理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回答该问题。

(3)编制出新的孝道问卷。孝道变迁导致传统孝道

测量工具无法满足当前的研究需要, 研究者结合

时代背景编制了一些新的孝道问卷(Wang, Laidlaw, 

Power, & Shen, 2009; Lum et al., 2015; Yeh & 

Bedford, 2003)。(4)考察了孝道与相关变量的关

系。如孝道与青少年学业成就和学业动机的关系

(Chow & Chu, 2007; Chen & Ho, 2012; Chen & 

Wong, 2014; Hui, Sun, Chow, & Chu, 2011)、孝道

与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关系(Kuo & Liu, 2012; Liu, 

2013; Pan, Gauvain, & Schwartz, 2013; Yeh, 2004)、

孝道与个体幸福感和个体适应性的关系(Cheng & 

Chan, 2006; 金灿灿, 邹泓, 余益兵, 2011; 陆洛, 

高旭繁 , 陈芬忆 , 2006; Leung, Wong, Wong, & 

Chang, 2010)、孝道与人际关系的关系 (Wong, 

Leung, & Chang, 2010; Yeh & Bedford, 2004; Li, 

Zou, Liu, & Zhou, 2014, 金灿灿等, 2011; 李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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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霞 , 2013)以及预测孝道行为的因素(Cheah, 

Özdemir, & Leung, 2012; 黄士哲, 叶光辉, 2013; 

李启明, 徐海燕, 2011; 金灿灿等, 2011)等。本文

试图从孝道理论、测量、变迁及其与相关变量的

关系等方面系统总结近 10 年来中国心理学研究

者在孝道研究上所取得的新进展, 并展望未来研

究走势。 

2  双元孝道模型 

根据叶光辉(2009a)的论述以及从双元孝道模

型的发展脉络来看, 其理论构思主要来自于三方

面研究：(1)叶光辉(2009a)回顾中国历史后发现中

国人的孝道主要有两个层面：文化和心理。文化

层面指孝道是对宜农生态环境的适应策略; 心理

层面指孝道是亲子自然情感互动的结果。(2)以往

研究多视孝道为单一结构(Ho, 1994), 研究结论不

一致, 如有的研究认为孝道具有积极效应, 而其

他研究发现孝道具有消极效应。具有积极效应的

研究将孝道界定为情感连接与相互支持的亲密互

动, 而具有消极效应的研究多将孝道界定为权威

和强制规则 (Yeh & Bedford, 2003; 叶光辉 , 

2009a)。(3)杨国枢等人(1989)通过对传统经典文本

的分析发现孝道的 15项内涵, 并以此编制孝道问

卷, 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了传统孝道的四因

素结构：尊亲恳亲、抑己顺亲、奉养祭念和护亲

荣亲。后来叶光辉(2009b)用因素分析进一步将四

因素聚合为两个更高阶因素结构。 

叶光辉等人(Yeh & Bedford, 2003)以上述三

方面研究为基础, 建构出双元孝道模型, 将“亲子

情感”和“家庭角色规范”视为两个维度, 并进行排

列组合, 从理论上讲, 便可得到 4个孝道子类型：高

情感性+高权威性、高情感性+低权威性、低情感

性+高权威性、低情感性+低权威性(如图 1所示)。

由此可见, “孝道双元模型”实质是“孝道双维模型”。 

不过, 在实证研究中, 叶光辉主要测量了其

中的相互性孝道(高情感性+低权威性)和权威性

孝道(低情感性+高权威性), 故将之称作“孝道双

元模型”。其中, 相互性孝道依据“报”原则和“亲

亲”原则运作, 偏重于“亲子情感”, 包括“尊亲恳

亲”和“奉养祭念”两方面, 研究结论多表明此维度

具有积极效应; 权威性孝道依据“尊尊”原则运作, 

偏重于“家庭角色规范”, 包括“抑己顺亲”和“护亲

荣亲”两方面, 研究结论多表明此维度具有消极效 

 
 

图 1  孝道双维模型示意图 

 

应(叶光辉, 2009a)。相互性孝道基本不随时代变迁

而改变, 属于核心孝道观念; 权威性孝道受文化

形塑, 不同时代的孝道规范通过内化过程受个体

认同, 属于变迁孝道观念(叶光辉, 2009a)。 

经 10多年发展, 孝道双元模型现已较为成熟, 

近年来一些实证研究也主要采用此模型及在其基

础上编制的问卷, 显示该模型在孝道研究中的重

要地位。但是, 针对这一模型的批评也存在, 如, 

维度命名与其包含内容之间不完全相容或模糊不

清(黄光国 , 2009; 利翠珊 , 2009; 伊庆春 , 2009; 

杨中芳, 2009), 该理论只说明测量工具包括两类

孝道, 而不能说现实中只存在这两类孝道(利翠珊, 

2009)。顺便指出, 在孝道研究早期也出现过与双

元孝道模型类似的理论模型。如 Sung (1995)从开

放式问卷调查中获得了 11个孝道条目, 再加上另

外的两个条目构成 13个变量, 38个题项的 5点李

克特式孝道问卷, 经因子分析后发现韩国人的孝

道为两因素结构：行为取向的孝道(Behaviorally- 

Oriented Filial Piety), 包括牺牲、责任和偿还等 3

个方面 ; 情感取向的孝道 (Emotionally-Oriented 

Filial Piety), 包括家庭和谐、爱或情感、尊敬等 3

个方面。可以看出, 叶光辉等人提出的双元孝道模

型与此模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权威性孝道与行

为取向的孝道相似, 两者都强调对权威和强制规

范的遵从 ; 相互性孝道与情感取向的孝道相似 , 

两者都强调基于情感联结的相互支持。可惜, 这一

“双元模型”在当代孝道研究中没有产生广泛影响。 

3  编制孝道新问卷 

孝道研究早期已开发出不少孝道问卷(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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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等, 1989; Ho, 1994; Sung, 1995)。由于孝道发生

变迁 , 现有研究或将上述问卷修订后再使用

(Chen & Ho, 2012; 吴超, 秦启文, 李亚娟, 2008; 

汪凤炎等, 2014; 张坤, 张文新, 2004), 或重新编

制孝道问卷(Wang et al., 2009; Lum et al., 2015; 

Yeh & Bedford, 2003)。下面重点介绍近年来出现

的 3个较有代表性的孝道新问卷。 

3.1  双元孝道问卷 

Yeh和 Bedford (2003)基于双元孝道模型, 编

制出双元孝道问卷(Dual Filial Piety Scale, 简称

DFPS), 题项取自杨国枢等(1989)编制的孝道问卷, 

分为长短两个版本(长版 16题, 每个维度 8题; 短

版 9 题), 由尊亲恳亲、奉养祭念、抑己顺亲和护

亲荣亲四个一阶因子构成, 聚合为相互性和权威

性孝道两个二阶因子。短版 DFPS的拟合指标(GFI = 

0.972、AGFI = 0.942、NFI = 0.860、NNFI = 0.811、

CFI = 0.884) (叶光辉, 2009b)以及内部一致性系数

(相互性孝道为 0.90, 权威性孝道为 0.79) (Yeh & 

Bedford, 2003)都有良好表现。长版 DFPS的拟合

指标(SRMR = 0.03, NNFI = 0.98, RMSEA = 0.07), 

两因子的相关(r = 0.46)以及内部一致性系数(相

互性孝道为 0.91, 权威性孝道伪 0.87)均符合测量

学要求(Yeh, 2004)。由于 DFPS具有较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优良的测量学指标, 因而是目前应用最为

广泛的孝道问卷。 

3.2  孝道期望问卷 

现在所使用的孝道问卷大多测量子女所持的

孝道信念和表现出的孝道行为, 少有问卷测量父

母对子女的孝道期望。Wang等人(2010)在实践中

发现了孝道期望的二元结构：期望(expectation)和

非期望(non-expectation), 进而编制了孝道期望量

表(filial piety expectation scale, 简称 FPE), 对以

往研究作了重要补充。该问卷的施测对象为年龄

在 53 到 88 岁的 495 名中国内地老年人。问卷共

包括 13个题项, 采用 5级计分, 1表示非常不同意, 

5表示非常同意。问卷包括两个维度：期望维度(α 

= 0.84, 9题, 如“子女应该坚信照顾父母是他们的

责任”), 非期望(α = 0.65, 4题, 如“父母不希望子

女照顾自己, 只有子女过上幸福生活, 父母才会

高兴”)。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 NFI、RFI、CFI、IFI、

TLI 均在 0.9 以上, RMESA 为 0.80。不过遗憾的

是他们并未给出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能解

释的问卷总变异量。总体看来, 该问卷有一定理

论基础, 并且所列出的各项指标均符合测量学要

求, 因此可以在后续研究中使用。但需指出的是, 该

问卷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如非期望维度的

题项较少, 造成该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 

3.3  当代孝道问卷 

Lum 等(2015)鉴于传统孝道的权威服从内涵

在现代社会已经淡化 , 编制了当代孝道问卷

(Contemporary Filial Piety Scale, 简称 CFPS)。CFPS

施测对象为 1080 名中国香港人, 年龄 18~97 岁, 

平均年龄 52.7 岁。问卷共 10 题, 采 5 级计分, 2

个因子：实用性义务(Pragmatic obligations) (α = 

0.86, 6题, 如“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和同

情性尊重(Compassionate reverence) (α = 0.79, 4题, 

如“你会尽力达成父母对你的期望”), 共解释总变

异的 60.09%。CFPS 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8, 拟

合指标 CFI = 0.95。可见, CFPS的各项测量指标

均有较好表现。不过, 该问卷存在理论基础薄弱

的问题。并且, 该问卷的测量指标仅在香港人中

得到了检验, 未来仍需进一步在其他地区和文化

群体中检验其信效度。 

3.4  小结 

虽然目前出现了 3 个孝道新问卷, 不过, 除

了双元孝道问卷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应用较

广外(Yeh & Bedford, 2003), 其余两个孝道新问卷

存在 3 个不足：(1)理论基础较薄弱, 因为多是根

据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形成问卷的结构

维度, 属数据驱动型。(2)问卷的信效度有进一步

提升的空间。(3)问卷使用率较低, 导致问卷的信

效度在使用中得不到检验和提升。从根本上说 , 

现有问卷之所以不太完美, 主要是因为缺乏扎实

的理论基础研究, 因此, 未来应该重在孝道的理

论建构, 并基于理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方式编制孝道问卷。 

4  聚集孝道的变迁 

孝道是否会伴随现代化而消解或是弱化, 现

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当代孝道开

始衰落(陈柏峰, 2007; Cheung & Kwan, 2009; 李

伟华, 2014; 李晓彤等, 2014; Wang et al., 2010), 

另一些研究却不支持这一结论 (杜鹏 , 曲嘉瑶 , 

2013; Huang & Chu, 2012; Jou & Chu, 2012; 刘汶

蓉, 2012; Yeh, Yi, Tsao, & Wan, 2013)。产生不一致

的原因可能是：(1)现有研究分别在中国内地和中



29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4卷 

 

 

国港台地区进行, 港台和内地现代化历程和政治

经济的差异(Yeh et al., 2013), 可能造成人们对传

统孝文化认同程度的差异。(2)中国内地较大的城

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也易造成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3)研究方法不同。孝道衰落的结论多得自于一些

外在客观指标(Cheung & Kwan, 2009; Wang et al., 

2010)或个案观察(陈柏峰 , 2007; 李华伟 , 2014), 

而不支持孝道衰落的结论多依据人们对孝道观念

的认同度, 前者更关注“行”, 后者更关注“知”, 对

孝道认同度高不意味着尽孝行为也会高, 结构性

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尽孝行为而造成知行不一

(Zhan & Montgomery, 2003)。(4)未对孝道内涵做

区分。孝道内涵中包含异化的内容和反映人类自

然情感的内容(叶光辉, 2009a), 研究发现前者更

被人认同 , 后者则不然 (曹惟纯 , 叶光辉 , 2014; 

汪凤炎等, 2014; 叶光辉, 2009a; Yeh et al., 2013; 

张坤, 张文新, 2004), 笼统考察孝道变迁很容易

造成混淆并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 若将孝道认知

和孝道行为分开探讨则更易看到真相。 

4.1  认知层面孝道的变迁 

认知层面的孝道主要考察人们对孝道信念的

认同状况, 属于“知”的层面。现有研究大多依据经

典文本的相关论述制成问卷, 考察人们对孝道信

念的认同情况。 

从表 1可知：(1)研究对象既包括中国内地被

试也包括中国港台被试, 但所得结论相似, 说明

在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港台与内地经历相似的孝

道变迁过程。(2)传统孝道变迁不是简单的消解与

否, 而是部分内涵仍受高度认同, 其他部分的认

同度开始下降。具体来说, 认同度降低的传统孝

道主要有：传宗接代、压抑自己顺从父母、绝对

服从父母意志、父母在不远游、厚葬去世父母、

为了尽孝不惜伤害自己等。认同度仍较高的传统

孝道主要有：赡养父母、尊重父母、情感慰藉、

荣耀父母、不愿把父母送养老院等。(3)主要考察

孝道认同, 属于认知层面的孝道, 而它与实际的

孝道行为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落差 (Lam, 2006; 

Zhan & Montgomery, 2003)。 

4.2  行为层面孝道的变迁 

行为层面孝道主要考察人们根据传统孝道信

念而实际表现出来的孝道行为, 属于“行”的层面。 

首先, 老人与子女同住趋势逐渐减弱。子女

婚后与父母同住是传统孝道的重要内容(叶光辉, 

2009b), 但现有研究发现同住趋势开始减弱(Lee 

& Hong-Kin, 2005; 刘岚, 雷蕾, 陈功, 2014; 曲

嘉瑶, 杜鹏, 2014)。在中国内地农村地区, 大量农

村青壮年到城市务工, 实际上导致了农村老人居

住方式的空巢化与隔代化(孙鹃娟 , 2010; 王萍 , 

左冬梅, 2007)。但值得欣慰的是, 有研究表明子女

外出务工没有降低老人对子女孝顺的评价(Luo & 
表 1  认知层面的孝道变迁 

研究者及时间 被认同的孝道 不被认同或认同度正减弱的孝道 测量工具 被试来源 

叶光辉(2009b) 亲自奔丧 , 感念亲恩 , 尊敬

双亲, 奉养双亲, 荣耀护亲, 

陪侍在侧 

传宗接待, 抑己顺亲 改 编 杨 国 枢 等 人

(1989)《孝道行为量

表》 

中国台湾

(20~64岁) 

吴超等(2008) 关心精神感受, 平时多相处

交流 , 提供良好的物质条

件, 做出成绩, 光宗耀祖 

一定要生男孩 ; 继承父志 , 就算违

背自己的意愿; 送父母去养老院 

参考 Ho (1996)的孝

道问卷自编 

中国内地五城

市的大学生 

范丰慧等(2009) 养亲尊亲 丧葬祭念、顺亲延亲 自编问卷 中国内地被试

(年龄构成不详)

Yeh等(2013) 相互性孝道 权威性孝道 DFPS (9题) 中国内地, 中

国香港, 中国

台湾(20~69) 

汪凤炎等(2014) 尊敬父母 , 关心父母 , 经常

带爱人、子女回老家看望父母

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 由父母安排婚

事; 厚葬去世的父母, 并守孝三年 

修订自黄坚厚(1996)

的孝问卷 

南京市(19~60)

李晓彤等(2014) 奉养祭念 抑己顺亲, 尊亲恳亲, 护亲荣亲 杨国枢等(1989)《孝

道认知量表》 

广州, 石家庄
(18~40) 

曹惟纯 , 叶光辉
(2014) 

相互性孝道的受重视程度

明显增强, 已经成为当代台

湾民众孝道观的核心 

权威性孝道的受重视程度弱化 ; 权

威性孝道受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 但

是仍然没有相互性孝道受重视 

DFPS (9题) 中国台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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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 2012)。同时, 由于工作等原因致使子女没

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照顾父母, 子女往往会把父母

送养老院(Zhan, Feng, & Luo, 2008)。选择养老院

养老的子女往往会调整其孝道观念, 认为送父母

去养老院并为此支付费用是孝的表现(Zhan et al., 

2008)或是进行补偿, 如经常探望父母等(李琬予, 

寇彧, 李贞, 2014; Zhan et al., 2008), 进而协调传

统孝道和当前孝道标准之间的矛盾。不过, 从现

有研究来看, 居住安排的变化是否影响以及如何

影响老人对子女孝顺评价的研究则较少见。 

其次, 老人从子女处所获各种支持有降低趋

势。传统孝道要求子女为年老父母提供经济、情

感和身体照料等支持(Ho, 1994)。目前的研究发现, 

伴随社会变迁, 老人从子女处所获得的经济支持

(丁志宏 , 2013)、家庭照料与情感慰藉(孙鹃娟 , 

2010; 闫志民等, 2014)都开始减少。 

最后, 女儿尽孝行为主体地位的提升。传统孝

道认为尽孝主要由儿子承担(Zhan & Montgomery, 

2003), 现有研究发现女儿在尽孝行为中的作用大

为提升, 包括经济或物质支持(丁志宏, 2013; 唐

灿, 马春华, 石金群, 2009; 刘汶蓉, 2012; Xie & 

Zhu, 2009)、生活照料(刘汶蓉, 2012)和情感支持

(Lee & Hong-Kin, 2005; 刘汶蓉, 2012; Shi, 2009; 

唐灿等, 2009)等, 并且, 女儿也被父母评为更为

亲近或有孝心(Cheng & Chan, 2006; Luo & Zhan, 

2012), 女性自评尽孝程度也高于男性(汪凤炎等, 

2014)。Shi (2009)认为女儿尽孝行为主体地位上升的

原因主要有：(1)对代际关系的重新解释导致父母权

威下降; (2)妇女在婚姻中的权力上升; (3)老人情

感需要上升, 而女性在情感支持上具有天然优势。 

5  孝道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近 10多年, 孝道与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继续

受到重视 , 下面主要从“孝道对相关心理和行为

的预测”和“预测孝道行为的因素”两个方面总结

近些年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5.1  孝道对相关心理与行为的预测 

孝道是影响华人心理与行为的重要文化心理

变量, 故大量研究关注孝道对华人心理与行为的

预测和作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 4个方面： 

5.1.1  孝道对青少年学业动机和学业成就的预测 

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学生往往在学业成就

上表现更为突出(Hui et al., 2011)。为了寻找其中

原因, 文化因素受到重视(Chen & Wong, 2014)。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特别重视家庭观念, 那么

家庭因素势必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和学业动机产生

较大影响。与家庭有关的众多因素中, 孝道自古

以来受到人们的提倡(杨国枢等, 1989), 子女感受

到父母对自己的付出后, 会努力寻求回报。加之

中国父母比较关注子女的学业成就, 因此可以预

见子女对孝道越认同, 就越可能在学业上努力进

取, 进而获得好成绩。实证研究确实支持这一推

断, 如 Chow和 Chu (2007)采用 Ho (1994)编制的

孝道问卷调查了中国香港中学生, 结果发现孝道

与学业动机的微弱正相关, 并且孝道中的自我牺

牲维度对学业动机的影响最为显著。Hui等(2011)

也采用 Ho (1994)编制的孝道问卷调查中国香港

中学生 , 同样发现孝道与学业成就的微弱正相

关。由于 Ho (1994)编制的孝道问卷为单一结构, 

更关注孝道的权威内涵 , 而叶光辉等人 (Yeh & 

Bedford, 2003)基于双元孝道模型编制的孝道问卷

不仅包含了孝道的权威内容, 也包含了情感内容, 

那么这两个问卷的研究结果是否相同呢？Chen

和 Ho (2012)使用双元孝道问卷(长版)调查了中国

台湾大一新生, 结果发现子女感知到父母对自己

付出后, 会更加努力学习, 但这仅限于那些持有

相互性孝道的学生, 持有权威性孝道的学生由于

不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 而不能内化父母的教

育价值观, 也就没有表现出学业成就的增长。由

此可见, 孝道的不同内涵对子女的学业动机和学

业成就影响不一样 , 这也部分解释了 Chow 和

Chu (2007)以及 Hui等(2011)只发现了孝道与学业

动机的微弱正相关。 

除此之外, 为了弄清楚孝道通过哪些路径影

响了学业成就, 一些研究者还考察了孝道影响学

业成就的中介机制。如 Chen和 Wong (2014)使用

双元孝道问卷(短版)调查了中国香港大学生, 结

果发现相互性孝道通过正向影响学生的能力增长

观而提高学业成就; 权威性孝道正向影响学生的

能力实体观而降低学生的学业成就。Chen 和 Ho 

(2012)发现孝道通过学业信念影响学生的学业成

就。Hui等(2011)发现孝道通过自我决定理论中的

3个成分(胜任力、自主性和关系)的中介作用于学业

动机。可见, 孝道影响学业成就和动机的中介因

素比较多, 未来还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 

总之, 将孝道视为单一结构的研究(Ch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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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 2007; Hui et al., 2011), 发现孝道对学业成就

动机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影响不大; 将孝道

视为双元结构(Chen & Ho, 2012; Chen & Wong, 

2014), 却发现相互性孝道对学业成就具有正向影

响, 而权威性孝道对学业成就没有影响, 甚至产

生负面影响。虽然上述研究采用的因变量不同 , 

但鉴于学业动机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密切关系, 仍

然可以从中窥探出双元孝道模型在探讨孝道与学

业成就之间关系中发挥更大优势。 

5.1.2  孝道对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预测 

自主性反映了人们对独立性以及与他人分离

开来的渴望。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性是所有人

类共同的基本需要, 这也被跨文化研究所证实。

自主性也是青少年的重要发展任务, 但孝道要求

子女顺从父母, 这与自主性的发展可能存在冲突, 

进而可能抑制自主性的发展。因此孝道与自主性

发展的问题自然成为研究焦点之一。Hui等(2011)

发现孝道与自主性动机正相关, 这似乎说明孝道

与自主性发展不存在冲突, 相反两者可以相互促

进。不过, 这一研究将孝道和自主性视为单一结

构, 还不能提供更为丰富的结论。 

目前更多的研究将自主性分为个体自主性

(individuating autonomy)和关系自主性 (relating 

autonomy), 考察两种自主性与孝道的关系。拥有

个体自主性的人强调独立性自我认同(independent 

self-identity), 不仅经历了与父母的分离, 而且在

反省和自我决定时, 更关注自己与他人的独特性, 

并与他人保持清晰的界限; 而拥有关系自主性的个

体强调互依性自我认同(interdependent self-identity), 

更看重良好的人际关系 , 在反省和自我决定时 , 

更关注自我和他人的和谐关系 ; 相比于西方人 , 

中国人更可能同时具有两种自主性(Yeh, 2014)。孝

道与两种自主性的关系是不同的。由于相互性孝

道关注亲子之间的积极情感交流, 来自父母的支

持和爱, 可能促进子女深刻的自我反省, 并自己做

决定, 从而有利于子女个体自主性和关系自主性

的发展; 而权威性孝道更关注权威服从和等级关

系, 子女在做决定时会更多的考虑人际关系的影

响, 导致关系自主性的发展, 抑制个体自主性的

发展。Yeh (2014)使用双元孝道问卷(长版)调查了

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自主性发展和孝道

的关系, 结果证实了这样的猜测, 并且这一结果在

Kuo和 Liu (2012)和 Liu (2013)的研究也有体现。 

现有研究大多在中国港台地区进行, 内地情

况如何呢？目前还很少见到从子女的孝道信念角

度考察其对子女自主性影响的研究, 但从父母对

子女的孝道期望角度研究其对子女自主性的影响

略有所见。如 Pan 等(2013)从杨国枢等人(1989)

的孝道行为量表中节选一部分作为研究工具, 考

察中国内地父母对子女的孝道期望与子女自主性

动机的关系, 结果发现, 如果父母期望子女尊敬

和照顾父母, 那么该种孝道期望可以通过自主授

权(autonomy granting)的中介正向作用于子女自

主性动机; 如果父母期望子女保护和支持父母荣誉, 

那么该种孝道期望会通过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负向作用于子女自主性动机。 

总之, 目前来看虽然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不

同, 给结果的比较造成困难, 但是这些研究均发

现孝道的不同内涵对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影响和

中介机制不同(Pan et al., 2013; Yeh, 2014)。李琬予

和寇彧(2011)曾从双元孝道模型的角度对自主性

和孝道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总结：个体化自主性和

权威性孝道彼此抑制, 而关系自主性与相互性孝

道彼此促进。不过, 值得强调的是, 以上研究成果

主要在中国港台地区获得, 内地这方面的研究还

很欠缺, 未来有必要加强。 

5.1.3  孝道对个体幸福感和个体适应性的预测 

孝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已有几千年时间。现有

研究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孝道的核心内涵并没有发

生实质变化(范丰慧等, 2009; 汪凤炎等, 2014; 陆

洛等, 2006; Yeh et al., 2013)。既然孝道对中国人

有如此深刻的影响, 那么在目前倡导积极心理学

研究的大背景下, 孝道对人们的适应性和幸福感

的影响到底如何, 这自然成为研究者关心的问题

之一。 

陆洛等 (2006)认为华人比较重视家庭关系 , 

家庭关系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如果父母和

子女拥有相近的孝道观则有利于双方的互动, 推

动良好关系的形成 , 进而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影

响。他们采用庄耀嘉等(1991)编制传统孝道问卷和

自编的新孝道问卷考察了孝道对中国台湾子女和

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发现子女和父母孝道观念确

实会对子女自身的幸福感造成影响, 但是父母的

幸福感则只受到子女孝道观念的影响, 而不受父

母自身孝道观念的影响。除了陆洛等(2006)的研究

关注了父母的视角, Cheng 和 Chan (2006)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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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完全从父母的角度, 考察父母感知到的子女的

孝道行为对自身幸福感的影响。在控制了健康状

况和经济压力因素之后, 子女的孝道行为能够显

著预测父母的幸福感, 其中尊重因子是父母幸福

感的最重要预测因素。 

有些研究则在双元孝道模型的框架下考察孝

道对幸福感的影响。如 Chen (2014)采用双元孝道

问卷(长版)调查中国香港大学生孝道信念和生活

满意度的关系, 结果发现相互性孝道对大学生的

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而权威性孝道对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Leung等(2010)采用双元孝

道问卷(长版)调查了中国香港青少年孝道与心理

社会适应 (psychosocial adjustment)的关系 , 结果

发现, 在控制了青少年的年龄、学习成绩和感知

的父母温暖(perceived parental warmth)后, 相互性

孝道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能力 (social 

competence)正相关; 权威性孝道与青少年的自尊

和社会能力负相关。 

总之, 孝道对个体幸福感和个体适应性会产

生影响, 从双元孝道模型的角度来看, 不同孝道

内涵对幸福感和适应性的影响不同：相互性孝道

对个体幸福感和适应性具有积极影响, 而权威性

孝道对这些变量则具有消极影响。不过, 目前考

察孝道与幸福感和适应性关系的研究还很欠缺 , 

尤其是孝道影响幸福感和适应性的中介和调节机

制问题几乎还没有涉及, 未来有必要加强这方面

的研究。 

5.1.4  孝道对人际关系的预测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 孝道作为家庭系统的核

心, 指导着子女如何对待父母, 因此孝道影响着

亲子关系(Wong et al., 2010)。在孝道规范的影响

下, 子女会尽量顺从父母的意愿, 特别是在“父慈

子孝”的对等性孝道下 , 子女感到的父母为自己

付出了辛劳, 自己有义务回报。因此, 孝道可能有

利于改善亲子关系, 减少亲子冲突。Yeh和 Bedford 

(2004)使用双元孝道问卷(短版)调查中国台湾中

学生, 发现两种孝道都能降低亲子冲突, 但相互

性孝道比权威性孝道更能降低亲子冲突。与此研

究有细微差异, Li 等(2014)采用双元孝道问卷(短

版)调查了中国内地青少年, 发现相互性孝道显著

减少亲子冲突发生的频率, 但权威性孝道对亲子

冲突频率减小的作用不显著。Wong等人(2010)考

察了孝道在母亲控制影响母子关系质量中的调节

作用, 结果发现青少年越是持有较强的孝道观念, 

母亲控制对母子关系质量的积极影响就越明显。 

孝道是指导亲子关系的规范, 原本只局限在

亲子关系研究中。不过, 在儒家典籍里, 孝道也要

求对父母以外的人表示尊重, 这说明孝道有向家

庭之外扩展的可能(金灿灿等, 2011; 李启明, 陈

志霞, 2013), 历史上出现的“泛孝主义”就是明证。

由此可以推断, 对孝道认同度高的人不仅有良好

的亲子关系, 而且可能将对孝道的认同“迁移”到

其他人际关系中, 改善个体与他人的人际关系状

况, 不过根据双元孝道模型, 这种情况更有可能

在相互性孝道中发生。现有研究确实证实了这点, 

如金灿灿等(2011)发现互惠性孝道与亲社会倾向

呈显著正相关, 与人际疏离呈显著负相关。李启

明和陈志霞(2013)发现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

正向影响个体对社会上老年人的普遍认知及行为

方式,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 这必然有助于改善

个体与年长者的关系。不过, 目前孝道对除亲子

关系以外的其他人际关系影响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5.2  预测孝道行为的因素 

由于亲子关系调节着孝道信念的形成和发展

(李琬予, 寇彧, 2011), 因此大量研究从亲子关系

角度探讨孝道行为的预测因素。 

感知到父母为自己付出以及对父母的积极情

感预测孝道行为。Cheah等(2012)的研究发现子女

感到父母对自己的付出越多, 那么子女就越容易

体会到父母对自己的支持和温暖态度, 从而激发

青少年做出更多的孝道行为; 与此类似, 基于孝

道基础上形成的对父母的积极感情也会增加子女

对父母的温暖和支持的感知, 进而影响子女对父

母的孝道行为。 

父母教养方式对孝道形成的预测及其机制。

黄士哲和叶光辉(2013)将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教

养方式和民主型教养方式, 认为前者易形成亲子

之间积极情感联系, 后者易造成亲子之间的感情

疏远, 预示着父母教养方式与双元孝道的联系。

他们的研究发现父亲的权威教养方式通过情境性

顺从的中介影响权威主义孝道; 父亲的民主教养

方式通过承诺性顺从的中介影响权威性孝道; 而

母亲的民主教养方式通过承诺性顺从的中介影响

权威性孝道; 父亲的民主教养方式通过感激的中

介影响相互性孝道; 母亲的民主教养方式通过感

激的中介影响相互性孝道。李启明和陈志霞(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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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控制性教养方式和关爱式

教养方式, 考察其与孝道形成的关系, 结果发现

父母关爱性教养方式促进相互性孝道的形成, 父

母控制性教养方式使子女形成权威性孝道。 

父母教养行为对孝道形成的预测及其机制。

李晓彤等(2014)使用杨国枢等人 (1989)编制的孝

道问卷考察父母教养行为对孝道的影响, 结果发

现尊亲恳亲、奉养祭念和护亲荣亲与父母的温暖

教养行为正相关, 与父母的拒绝负相关; 抑己顺

亲与父母温暖以及父亲的过度保护正相关; 母亲

的温暖正向预测、母亲的拒绝负向预测子女的尊

亲恳亲、奉养祭念和护亲荣亲; 母亲的过度保护

正向预测子女的奉养祭念, 父亲的温暖和过度保

护行为越多, 子女更可能抑己顺亲。 

还有研究考察了亲子依恋对孝道形成的影

响。如金灿灿等(2011)发现具有较好父子和母子依

恋质量的青少年, 亲子互动良好而顺畅, 更有可

能基于亲情和回报父母养育之恩产生互惠性孝道

信念。 

尽管亲子关系对孝道的预测更为重要, 但也

不可忽视更为宏观的因素对孝道的影响。如李启

明和徐海燕(2011)以大学生为被试 , 采用杨国枢

等人提出的心理传统性和心理现代性概念, 考察

其对双元孝道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发现心理现

代性通过影响特质移情进而促使互惠性孝道的形

成, 而心理传统性通过影响权威主义人格进而促

使权威性孝道的形成。 

综上所论, 目前研究者更多关注家庭因素对

子女孝道形成的影响, 却相对忽视宏观层面, 如

历史文化等因素对孝道形成的影响, 这是未来需

要加强研究的方面。 

5.3  小结 

从现有孝道与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看, 可以

得到如下几点发现：(1)现有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

青少年, 对成人群体关注相对不够, 特别是中年

子女。中年子女是赡养老人的主体人群(李琬予等, 

2014), 他们面临着“上有老, 下有小”的境况, 承

受着更大的孝道压力。中年人的孝道直接影响了

其对父母的赡养行为, 那么影响中年子女孝道认

知和行为的因素有哪些？是否与青少年有所不

同？孝道对中年子女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作

用及其机制等问题都非常值得关注。(2)从父母的

角度考察孝道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这可能与孝道

的定义有关, 当前关于孝道的定义主要采用杨国

枢等人(1989)的观点 , 此定义侧重从子女角度看

待孝道。不过, 考察父母的孝道期望也非常重要, 

如 Wang等(2009)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孝道期望

与自身的自尊和从子女处获得支持成正相关。(3)

从生态系统论的观点看, 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包

含从微观到宏观等多个层面, 具体到孝道研究中

也是如此。首先, 目前孝道对相关心理和行为预

测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个体方面, 对孝道是否以及

如何影响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则较少探讨。不过值

得欣慰的是, 最近已有研究开始关注这个方面(金

灿灿等, 2011; 李启明, 陈志霞, 2013), 这预示着

孝道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其次, 目前探讨哪些

因素可以预测孝道行为也主要局限于亲子关系、

个体因素等微观层面, 对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关注

较少。从这个角度看, 有研究者(李启明, 徐海燕, 

2011)从心理现代性和心理传统性这样的历史文

化因素考察其对孝道形成的影响就具有一定的启

发性。 

6  总结与展望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孝道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

展, 但也存在某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它们构成未

来孝道研究的新动向： 

首先, 宜建构孝道多元模型。鉴于孝道表现

有多样性, 涉及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

教育学等多学科。已有研究大多只从单一学科、

单一视角进行考察, 很难全面揭示孝道的实质及

其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同时, 现有关于

孝道的心理学研究要么无自己独到的理论架构 , 

要么是以孝道双元模型为依据。孝道双元模型虽

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 “亲

子情感”有善恶之分, 故只从数量上将“亲子情感”

作高低之分, 不易让人看到“亲子情感”的善恶维

度, 进而不易让人区分孝道的真伪。就孝道而言, 

凡是其中蕴含有真情的 , 都是真孝道; 反之 , 凡

是带有虚情假义的孝道, 都是伪孝道。同时, 个体

在践行孝道规则时 , 与其作权威性的高低之分 , 

不如依其遵守规则的自觉程度高低作他律与自律

区分更佳。再者, 根据子女践行孝道时自身、他

人及社会正当权益增损的程度大小, 孝道中的确

有合理与悖理之分, 这也可以作为区分孝道的一

个维度。这样, 未来孝道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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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孝文化分为孝心理文化、孝制度文化和孝行为

文化三个方面, 并综合考虑真——伪、他律——

自律、合理——悖理三个维度(汪凤炎, 郑红, 2013, 

pp.257-258), 由此便可以建构出一个虽更加复

杂、却更接近真实情形的三维孝道模型, 或叫孝

道三维模型(如图 2所示), 方能深入、全面地揭示

孝道的实质。 
 

 
 

图 2 孝道三维模型示意图 
 

其次, 宜不断完善孝道测量工具。社会变迁

导致孝道内涵的变化, 早期孝道测量工具难以满

足当前研究需要, 研究者一般会对其进行修订后

再使用(金灿灿等, 2011; 吴超等, 2008; 汪凤炎等, 

2014), 但修订后的问卷存在理论基础薄弱, 相关

测量学指标不高等问题。目前新开发的测量工具

(Lum et al., 2015), 除个别问卷有较扎实理论基础

外, 大部分问卷仍缺乏厚实理论支撑, 且其信效

度和跨文化的一致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 , 

未来孝道研究要想得到更丰富的结论, 宜以孝道

三维模型为理论依据, 开发出信效度良好的测量

工具, 以满足实证研究需要。 

再次, 宜采用系统化思维、综合运用多种方

法改进研究质量。已有多数研究或是纯粹的文本

分析和理论分析, 或是单纯的问卷研究和田野研

究, 前者往往缺少分析的深度, 后者通过道德两

难故事访谈、问卷调查所获数据便于量化, 统计

方便, 但被试回答受到道德两难故事访谈、问卷

或量表的限制, 不能穷尽被试对所调查问题的真

实、全面的回答。并且, 一些研究由于方法不同、

测量工具不同、取样不同, 导致某些研究结论有

看似矛盾之处。例如, 有问卷研究表明, 自 1982

年以来中国人总体上对孝道持很高的认同态度 , 

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汪凤炎等, 2014)。但也有田野

研究表明：儒家伦理尤其是孝道在豫西李村已崩

解(李华伟, 2014)。由此就引出两个问题：问卷调

查所获“总体上当代中国人对孝道持很高的认同

态度”的结论, 是因为被试主要是在城市取样, 而

从总体上看, 较之村民, 市民有更佳的经济基础、

受过更好的教育, 从而更易认同和践行孝道吗？

孝道在豫西李村崩解仅是个案吗？要解决这类看

似矛盾的问题, 就须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理论

分析法、问卷法、纵向研究和实验法, 并寻找定

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才有可能准确把握

社会转型背景下孝文化的变迁规律。同时, 中国

东部中部西部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城乡二元结构又导致城乡居民在受教育水平、经

济状况、家庭成员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再

者, 由于年龄、性别、价值观、是否独生子女等

因素的影响, 老人中年人和青少年儿童、男女、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眼中的孝道及对待孝道的

态度与行为肯定也有一定差异。这样, 为了提高

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 在做深度访谈、问卷调

查、纵向研究和孝道教育实验时, 必须充分考虑样

本地区间的平衡性与不同群组之间样本的代表性。 

最后, 宜更加关注孝道的积极效应及其与一

些积极心理变量的关系。有学者将孝道定义为子

女以父母为对象的良好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

组合(杨国枢等, 1989), 该定义强调了“良好”一词, 

说明未发生异化的孝道是一种积极心理品质或积

极人格特质, 这一定义与当前强调研究人类积极

心理的大背景相暗合。古人将“孝”视为百善之首

(百善孝为先), 并指出“孝悌之至, 通于神明, 光

于四海, 无所不通”, 这虽然有将孝道作用无限夸

大的嫌疑 , 但也不能说古人的看法完全没有道

理。孝道具有积极的心理效应, 如有研究表明, 孝

道对父母和子女的幸福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Cheng & Chan, 2006; 陆洛等, 2006), 孝道对老

人的自尊具有积极影响(Wang et al., 2009)。这都

表明将孝道视为人类的积极心理特质并考察其与

其他积极心理品质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这

是未来孝道研究应该关注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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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al piety: Theories, measurements, variations,  
and relationships to related variables 

FU Xurong; WANG Fengyan; CHEN Xiang; WEI Xind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Filial Piety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hat children have towards 

their parents. In recent years,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fields of filial piety, 

including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exploitation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application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to estimate and measure the variations of filial piety and also its relation to other variables. The 

key to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s to establish multiple filial piety models, improvement of filial 

piety measuring tools, enhancement of research quality by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a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Key words: filial piety; measurement of filial piety; the variations of filial piety;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